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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患者及配偶疾病感知、应对方式与恐惧
疾病进展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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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基于主客体互依中介模型探究中老年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及配偶疾病感知、应对方式与恐惧疾病进展之间的关系。
方法

 

选取3所三级甲等医院的239例中老年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及其配偶,采用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简
易疾病感知问卷对其进行调查。结果

 

中老年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恐惧疾病进展得分为(38.48±8.50)分;配偶得分为(38.05±
8.21)分;患者恐惧疾病进展与其自身以及配偶的疾病感知、消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与积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均P<0.05);配
偶恐惧疾病进展与其自身以及患者的疾病感知、消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而与积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均P<0.05)。主客体互依

中介模型显示,患者与配偶双方的疾病感知均对自身的恐惧疾病进展有直接预测作用(均P<0.05);双方疾病感知均可以通过自

身的积极应对方式对自身恐惧疾病进展产生影响(均P<0.05);患者疾病感知对配偶的恐惧疾病进展有正向预测作用(P<
0.05);双方疾病感知均可以通过患者的积极应对方式对对方的恐惧疾病进展产生影响(均P<0.05)。结论

 

中老年维持性血液

透析患者及配偶的恐惧疾病进展存在二元交互影响,患者及配偶的疾病感知均可通过患者积极应对方式对对方的恐惧疾病进展

产生影响。临床医护人员可从二元角度制定提高夫妻双方积极应对的干预措施,以缓解夫妻双方恐惧疾病进展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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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Using
 

the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ediation
 

model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llness
 

perception,
 

coping
 

styles
 

and
 

FOP
 

in
 

middle-aged
 

and
 

elderly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
 

and
 

spouses.
 

Methods
 

A
 

total
 

of
 

239
 

pairs
 

of
 

middle-aged
 

and
 

elderly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
 

and
 

their
 

spouses
 

from
 

three
 

tertiary
 

care
 

hospitals
 

were
 

selected
 

and
 

surveyed
 

using
 

the
 

Fear
 

of
 

Progression
 

Questionnaire
 

Short
 

Form,
 

the
 

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and
 

the
 

Brief
 

Illness
 

Perception
 

Questionnaire.
 

Results
 

Middle-aged
 

and
 

elderly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
 

scored
 

(38.48±8.50)
 

points
 

in
 

FOP,
 

and
 

spouses
 

scored
 

(38.05±8.21)
 

points.
 

Patients'
 

FOP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ir
 

own
 

and
 

their
 

spouses'
 

illness
 

perceptions,
 

and
 

negative
 

coping
 

styles,whil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ositive
 

coping
 

styles
 

(all
 

P<0.05);
 

spouses'
 

FOP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ir
 

own
 

as
 

well
 

as
 

patient's
 

illness
 

perception
 

and
 

negative
 

coping
 

styles,
 

whil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ositive
 

coping
 

styles
 

(all
 

P<0.05).
  

In
 

the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ediation
 

model,
 

both
 

parties'
 

illness
 

perceptions
 

were
 

directly
 

predictive
 

of
 

their
 

own
 

FOP(both
 

P<0.05);
 

own
 

illness
 

perception
 

affected
 

own
 

FOP
 

through
 

their
 

own
 

positive
 

coping
 

style(both
 

P<0.05),
 

patient's
 

illness
 

perception
 

positively
 

predicted
 

spouse's
 

FOP(P<0.05);both
 

parties'
 

illness
 

percep-
tion

 

had
 

an
 

impact
 

on
 

the
 

other
 

partner's
 

FOP
 

through
 

the
 

patient's
 

positive
 

coping
 

style(both
 

P<0.05).
 

Conclusion
 

There
 

were
 

dyadic
 

interactive
 

effects
 

of
 

illness
 

perception
 

and
 

coping
 

styles
 

on
 

FOP
 

in
 

middle-aged
 

and
 

elderly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
tients

 

and
 

their
 

spouses;
 

patients'
 

positive
 

coping
 

mitigated
 

the
 

effect
 

of
 

both
 

parties'
 

illness
 

perception
 

on
 

the
 

other
 

party's
 

FOP.
 

Clinical
 

staff
 

can
 

develop
 

interventions
 

that
  

enhance
 

both
 

partners'
 

positive
 

coping
 

styles
 

,in
 

an
 

effort
 

to
 

reduce
 

both
 

partners'
 

fear
 

of
 

disease
 

pro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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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肾病质控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2 月我国维持性血液透析(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MHD)人数高达74.95万[1],是全球透析患者数量

最多的国家。MHD患者以中老年群体为主[2],随
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该群体人数将不断攀升。一

项研究指出[3],患者身体、心理、社会支持等需求中,
最常见的未满足需求是心理护理,其中又以恐惧疾

病进展(Fear
 

of
 

Progression,
 

FoP)最严重。恐惧疾

病进展即一切与疾病相关的恐惧心理,表现为恐惧

焦虑的心理,过度关注或回避治疗,从而影响疾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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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及预后等[4]。疾病感知是个体从自身疾病相关

的经验出发来看待现存疾病的过程[5]。自我调节常

识模型(The
 

Common
 

Sense
 

Model,
 

CSM)[6]以疾病

感知为核心,认为当面临疾病威胁时,个体产生的疾

病感知通过不同的应对方式,最终影响患者的疾病

结局和情感结局。研究发现,疾病感知与应对方式

是恐惧疾病进展的重要影响因素[7-8]。目前,疾病感

知是否会通过应对方式对恐惧疾病进展产生影响尚

不清楚。以往的研究多关注于患者的恐惧疾病进

展,忽略配偶在治疗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以及夫妻双

方的交互影响。系统交互模型强调亲密关系中双方

的压力是交互影响的,在应对压力过程中会产生不

同的应对方式[9]。患者及配偶疾病感知、应对方式

对恐惧疾病进展产生交互影响的路径尚不明确。因

此,本研究利用主客体互依中介模型,探究中老年

MHD患者及配偶的疾病感知、应对方式及恐惧疾

病进展之间的作用机制。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在泸州市3所三

级甲等公立医院肾病内科血液透析中心进行治疗的

中老年 MHD患者及其配偶进行调查。患者纳入标

准:①符合美国肾脏病基金会制定的慢性肾脏病临床

实践指南终末期肾病诊断标准,即慢性肾脏病5期,
肾小球滤过率<15

 

mL/(min·1.73
 

m2)[10];②血液

透析≥3个月;③年龄≥45岁;④已婚且配偶可陪同

治疗;⑤意识清楚,同意参加本次调查。配偶纳入标

准:①知悉患者所患疾病;②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③
自身没有重大疾病,如癌症、多器官功能衰竭等。患

者排除标准:①无正常沟通交流能力;②有认知功能

障碍、精神疾病;③有严重听觉、视觉、言语障碍或身

体虚弱,不能完成调查;④除 MHD治疗外,还进行

化、放疗或者其他治疗;⑤有严重心、脑、肺器质性功

能障碍或伴有严重并发症,如全身脓毒血症、多器官

功能衰竭等;⑥除终末期肾病外,合并其他癌症或肿

瘤。配偶排除标准:①有认知障碍、精神疾病;②沟通

能力低下。根据结构方程模型对样本量估算的要求,
应在200以上[11],另外补充10%的无效样本,至少需

要223。共有效调查患者、配偶各239例/人。患者中

男159例,女80例。年龄45~86(61.20±9.41)岁。
文化程度:文盲/半文盲57例,小学66例,初中64
例,高中/中专及以上52例。患病数目≥3种40例,2
种102例,1种97例。患者透析龄<1年94例,
1~<2年39例,2~3年56例,>3年50例。透析频

率1次/周9例,2次/周29例,≥3次/周201例。配

偶中男80人,女159人;年龄40~91(60.62±9.74)
岁。文化程度:文盲/半文盲67人,小学97人,初中

44人,高中/中专及以上31人。配偶患病数目≥3种

36人,2种74人,1种106人,暂无患病23人。家庭

居住地:城市142人,农村97人。家庭人均月收入<
1

 

000元39人,1
 

000~2
 

999元95人,3
 

000~4
 

999
元79人,≥5

 

000元26人。配偶为患者主要照顾者

192人,非主要照顾者47人。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1.2.1.1 一般资料调查问卷 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

础上,结合本研究的实际需要,自行编制一般资料问

卷,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患者及配偶的性别、年
龄、文化程度、家庭居住地、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疾病

相关情况:患病数目、透析龄(MHD治疗年数)、透析

频率;配偶患病数目、是否是主要照顾者。
1.2.1.2 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Fear

 

of
 

Progres-
sion

 

Questionnaire
 

Short
 

Form,FoP-Q-SF)
 

 该量表

主要用于慢性病患者恐惧疾病进展心理的筛查。我

国吴奇云[12]对FoP-Q-SF进行汉化,共12个条目,分
为生理健康和社会家庭2个维度,采用Likert

 

5级评

分,按“从不”到“总是”分别赋值1~5分,总分12~60
分,得分越高表示恐惧疾病进展程度越高,总分>34
分为高分组。量表总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6。
本研究中,该量表在中老年 MHD患者中的 Cron-
bach's

 

α系数为0.786。配偶使用配偶恐惧疾病进展

简化量表(Fear
 

of
 

Progression
 

Questionnaire-Short
 

Form
 

for
 

Partners,
 

FoP-Q-SF/P)进行调查。该量表

基于FoP-Q-SF改编而成,由吴奇云[12]汉化,主要用

于评价慢性病患者配偶对于患者疾病进展的恐惧程

度。共12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按“从不”
到“总是”分别赋值1~5分,总分12~60分。得分越

高,配偶越恐惧患者的疾病进展。总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
 

0.834。本研究中,该量表在中老年 MHD
患者配偶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80。
1.2.3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 问卷由解亚宁[13]编制,用于

评价个体面临困境或挫败时所采取的态度和做法。
共20个条目、2个维度,分别为积极应对(第1~12
项)和消极应对(第13~20项)。条目均采用4级评

分法,“从不采取”至“经常采取”分别赋值“0~3”分,
总分0~60分。2个维度中哪一维度条目均分较高,
表示个体越倾向于采取该维度所代表的应对方式(积
极或者消极应对)。在本研究中,积极应对方式维度

在中老年 MHD患者及配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

分别为0.782、0.889,
 

消极应对方式维度在2个人群

中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664、0.700。
1.2.4 简易疾病感知问卷(Brief

 

Illness
 

Perception
 

Questionnaire,BIPQ) 问卷由Broadbent等[14]研制,
用于评估被调查者对疾病严重程度的认知情况。共

9个条目,前8个题目采用10级评分法,其中题目

3、4、7为反向计分。第9题为开放性问题,根据本

次研究的目的,第9题不予以分析。量表总分0~

·77·护理学杂志2024年6月第39卷第12期



80分,分数越高代表调查对象认为疾病带来的威胁

越严重,对疾病有着更消极的认知[15]。该量表曾用

于调查配偶[16]对患者的疾病感知情况,信效度良

好。因此,本研究参考该研究[16],在配偶版问卷中

将患者对自身疾病的看法修改为配偶对患者疾病的

看法。如条目:“您的疾病对您生活影响有多大”修
改为“您爱人的疾病对您生活影响有多大”,其余条

目做类同修改描述。本研究中,该问卷在中老年

MHD患者 及 配 偶 中 的 Cronbach's
 

α系 数 分 别 为

0.888、0.904。
1.3 资料收集方法 调查员在调查前通过统一培

训,调查时使用规范的指导语向调查对象进行解释,
取得同意后实施一对一问卷调查。对于不方便填写

者,由调查员采取提问的方式帮助填写。每次调查结

束后及时检查核对,对有疑问的地方进行再次核查。
本研究向患者与配偶分别发放问卷290份,回收有效

问卷均为239份,有效回收率为82.4%。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2.0软件对数据进行

描述性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采用Amos26.0软

件构建中老年 MHD患者与配偶的疾病感知、应对方

式与恐惧疾病进展的主客体互依中介模型。检验水

准α=0.05。

2 结果

2.1 患者及配偶恐惧疾病进展、疾病感知、应对方式

得分 见表1。
表1 患者及配偶恐惧疾病进展、疾病感知、应对方式得分

分,􀭺x±s

对象
例数/
人数

恐惧疾病

进展
疾病感知 消极应对 积极应对

患者 239 38.48±8.50
 

39.43±9.10 12.87±3.42 17.57±5.73
配偶 239 38.05±8.21 40.91±10.45 12.29±3.54 20.11±7.68

2.2 患者及配偶恐惧疾病进展、疾病感知、应对方式

的相关性 见表2。

表2 患者及配偶恐惧疾病进展、疾病感知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 r

项目
患者(n=239)

恐惧疾病进展 疾病感知 消极应对 积极应对

配偶(n=239)
恐惧疾病进展 疾病感知 消极应对 积极应对

患者

 恐惧疾病进展 1.000
 疾病感知 0.348** 1.000
 消极应对 0.194** 0.214** 1.000
 积极应对 -0.334** -0.311** -0.237** 1.000
配偶

 恐惧疾病进展 0.322** 0.251** 0.161* -0.306** 1.000
 疾病感知 0.157* 0.245** 0.160* -0.314** 0.371** 1.000
 消极应对 0.137* 0.193** 0.143* -0.183** 0.232** 0.362** 1.000
 积极应对 -0.218** -0.173** -0.138* 0.398** -0.313** -0.267** -0.204** 1.000

  注:*P<0.05,**P<0.01。

2.3 中老年 MHD患者及配偶的应对方式在疾病感知

与恐惧疾病进展之间的中介效应 应对方式分为积极

应对与消极应对,首先以患者及配偶的积极应对作为中

介,考察积极应对在疾病感知与恐惧疾病进展之间的中

介作用。采用极大似然法、bootstrap
 

2
 

000抽样检测

(设定95%的置信区间)构建主客体互依中介模型。初

始模型为饱和模型(自由度df、
 

χ2 均等于0,GFI、NFI、
IFI、CFI均等于1),模型为饱和模型时,可通过修正指

数(MI)、临界比率(Critical
 

Ratio,CR)检验及逐步删除

不显著路径进行模型修正,配偶积极应对方式→患者恐

惧疾病进展路径无统计学意义(P>0.05),予以删除后

得到拟合程度高的修正模型,见表3及图1。该拟合指

标为:χ2/df=1.751,CFI=0.996,TLI=0.945,NFI=
0.992,RESEA=0.056,IFI=0.997。用极大似然法、
bootstrap

 

2
 

000抽样检测(设定95%的置信区间)构建

以患者及配偶消极应对方式为中介的主客体互依中介

模型。模型同样经修正后得到拟合程度较高的修正模

型(拟合指标为χ2/df=0.479,CFI=1.000,TLI=
1.053,NFI=0.997,RESEA=0.001,IFI=1.003),但在

该模型中,患者及配偶消极应对的中介作用均不显著,即
消极应对不产生中介效应,主客体互依中介模型不成立。

3 讨论
3.1 中老年 MHD患者及配偶恐惧疾病进展、疾病感

知及应对方式现状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中老年

MHD患者恐惧疾病进展总得分为(38.48±8.50)分,配
偶恐惧疾病进展总得分为(38.05±8.21)分,根据量

表>34分为高分组,表明患者和配偶普遍存在较为严

重的恐惧疾病进展心理,恐惧疾病进展得分均高于张艳

芳等[17]在乳腺癌患者中的研究结果。可能是与乳腺癌

患者相比,MHD疗程较长,肾源有限,不能尽快完全治

愈,漫长的等待和持续的治疗加重家庭经济负担的同时

也加重了患者及配偶对疾病相关的恐惧心理。本研究

中,中老年MHD患者疾病感知得分为
 

(39.43±9.10)
分,配偶疾病感知得分为(40.91±10.45)分。以总分中

位数40为参考,患者及配偶的疾病感知处于中等水平。
这可能与双方因治疗周期长、经济负担重而认为疾病带

来的威胁较为严重有关。
中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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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17.57±5.73
 

)分,消极应对维度得分(12.87±
3.42)分。得分分别低于和高于刁贺[18]在老年 MHD
患者中的调查结果。这提示中老年 MHD患者的积

极应对水平有待提高。配偶应对方式中积极应对维

度得分 为(20.11±7.68)分,消 极 应 对 维 度 得 分

(12.29±3.54)分,积极方式得分略高于患者,说明配

偶比患者更倾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医务人员

应鼓励配偶采取积极应对方式,有利于夫妻之间产生

更亲密的关系,增强患者的治疗信心[19]。
表3 疾病感知、积极应对方式对恐惧疾病

进展的作用效应

效应 β SE 95%CI P
主体效应

 患者疾病感知→患者恐惧疾病进展

  总效应 0.330 0.062 0.210~0.452 0.001
  直接效应 0.269 0.064 0.142~0.392 0.001
  总间接效应(即患者疾病感知→

  患者积极应对方式→患者恐惧疾

  病进展)

0.061 0.021 0.024~0.110 0.001

 配偶疾病感知→配偶恐惧疾病进展

  总效应 0.331 0.062 0.199~0.447 0.001
  直接效应 0.261 0.064 0.133~0.386 0.001
  间接总效应 0.070 0.024 0.029~0.120 0.001
  配偶疾病感知→配偶积极应对方

  式→配偶恐惧疾病进展

0.038 0.019 0.009~0.082 0.004

  配偶疾病感知→患者积极应对方

  式→配偶恐惧疾病进展

0.031 0.020 0.001~0.077 0.052

客体效应

 患者疾病感知→配偶恐惧疾病进展

  总效应 0.170 0.062 0.051~0.291 0.005
  直接效应 0.121 0.063 0.001~0.250 0.045
  间接总效应 0.049 0.023 0.010~0.101 0.011
  患者疾病感知→患者积极应对方

  式→配偶恐惧疾病进展

0.031 0.020 0.001~0.081 0.040

  患者疾病感知→配偶积极应对方

  式→配偶恐惧疾病进展

0.018 0.013 0.001~0.053 0.056

 配偶疾病感知→患者恐惧疾病进展

  总效应 0.076 0.064 -0.045~0.203 0.225
  直接效应 0.014 0.064 -0.109~0.146 0.815
  间接总效应(配偶疾病感知→患

  者积极应对方式→患者恐惧疾病

  进展)

0.062 0.022 0.026~0.113 0.001

注:*P<0.05,**P<0.01。
图1 疾病感知对恐惧疾病进展影响的主客体互依中介模型:

积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3.2 主客体中介效应分析

3.2.1 疾病感知对恐惧疾病进展的主体效应及积极

应对的主体中介效应 本研究发现,主体效应方面,
患者及配偶的疾病感知可以直接正向预测自身的恐

惧疾病进展。基于自我调节常识模型,个人的疾病感

知会对个体的情感结局产生影响,错误的认知会使个

人的负性情绪加重。疾病感知得分越高,对疾病的看

法越消极,感知疾病带来的后果越严重。MHD治疗

虽然可以减缓残余的肾功能衰退,但是需要长期规律

治疗,费用高,治疗过程中患者会出现不同的并发

症[20],导致他们对疾病的看法更消极,对于身体发生

变化时,更加敏感或感到失控,进而诱发其恐惧疾病

进展心理。另外,夫妻双方一人患病时,配偶则需要

承担起照顾者及供养家庭的主要责任,承受身心等多

方面的压力,疾病的变化更容易情绪波动,怀疑治疗

效果等,进而陷入对疾病进展的害怕、恐惧之中。因

此,及早筛查患者及配偶的疾病感知水平,制定针对

性的健康教育等干预措施降低夫妻双方的疾病感知,
有利于缓解他们自身的恐惧疾病进展。
  主体中介方面,存在2条路径“患者疾病感知→
患者积极应对方式→患者恐惧疾病进展”“配偶疾病

感知→配偶积极应对方式→配偶恐惧疾病进展”,即
患者及配偶疾病感知均会影响自身的积极应对方式,
进而对自身恐惧疾病进展产生影响。疾病感知与积

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与恐惧疾病进展呈正相关。疾

病感知得分越高,越不易于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表
现为面对疾病时会采取不主动了解病情、不倾诉、不
寻求建议与帮助的态度。这种应对方式让患者及配

偶在处理疾病的过程中既易产生自我误导,也不利于

不良情绪的宣泄,进而加重患者及配偶对疾病进展的

恐惧。有研究显示,夫妻之间不采取正确的倾诉与沟

通方式会削弱双方的积极应对[21]。这提示医护人员

应关注中老年 MHD患者及配偶的夫妻之间沟通现

状,制定提高夫妻间的沟通能力的干预措施,有助于

提高他们的积极应对。
3.2.2 疾病感知对恐惧疾病进展的客体效应及积极

应对的客体中介效应 在客体效应方面,中老年

MHD患者的疾病感知对配偶的恐惧疾病进展产生影

响。原因可能是疾病感知加重,患者放大自身的疾病

严重性,对疾病的不良反应过于敏感,配偶则需要花

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给予患者安慰与陪伴,这加重了

配偶的心理困扰和照顾负担,因此患者的疾病感知对

配偶的恐惧疾病进展产生影响。这提示医护人员纠

正患者的错误认知同时需觉察患者对配偶的不利影

响,为配偶提供更多社会支持渠道和信息,有利于减

轻其照顾负担,降低其恐惧疾病进展。
配偶的疾病感知则不会影响患者的恐惧疾病进

展,原因可能是我国医护人员出于对患者的保护,疾
病不利的方面会及时向配偶传达,而配偶不愿增加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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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心理压力,选择在患者面前隐藏负面情绪,表现

出乐观、坚强的一面以鼓励患者继续治疗。这种情况

虽然有利于保护患者,但同时医护人员也应对患者配

偶的心理问题给予关注,注重沟通方式与技巧,传达

病情的同时安抚患者家属的情绪,减少家属对疾病进

展的恐惧心理。
客体中介方面,患者疾病感知还可通过患者的积

极应对方式对配偶的恐惧疾病进展产生影响,即“患
者疾病感知→患者积极应对方式→配偶恐惧疾病进

展”。患者疾病感知水平较低,表明对疾病的认知越

正确和理性,越容易采取更加积极的应对方式。若患

者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主动应对疾病,寻找解决办

法,配合治疗,维持良好的身心健康,则会减轻配偶的

恐惧疾病进展。另外,患者的积极应对方式在配偶疾

病感知与患者恐惧疾病进展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即
“配偶疾病感知→患者积极应对方式→患者恐惧疾病

进展”,配偶疾病感知与患者积极应对呈负相关,患者

积极应对与患者恐惧疾病进展呈正相关。配偶的疾

病感知越低,意味着对疾病治疗持更加积极的态度,
给予患者更多的鼓励和关心,促使患者采取积极应对

方式应对疾病,参与治疗,调节生理及心理状态,进而

减轻患者恐惧疾病进展。2条客体中介路径提示患者

积极应对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医护人员应调动患

者的积极应对方式,可减少患者及配偶疾病感知对对

方恐惧疾病进展的影响。

4 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主体效应方面,患者及配偶的

疾病感知可以直接正向预测各自的恐惧疾病进展;主
体中介方面,疾病感知还可以通过各自的积极应对方

式对各自的恐惧疾病进展发挥间接预测作用。客体

效应方面,患者的疾病感知会对配偶的恐惧疾病进展

产生影响;客体中介方面存在2条中介路径,即患者

及配偶的疾病感知均可以通过患者的积极应对方式

对对方的恐惧疾病进展产生影响。本研究结果既支

持了自我调节常识模型,也证实了夫妻双方的恐惧疾

病进展存在二元交互影响,为临床从二元角度制定提

高夫妻双方积极应对方式,降低夫妻双方恐惧疾病进

展的干预措施提供了参考依据。本研究为横断面调

查,对于判定某些影响因素的效能有限,今后需结合

质性或纵向研究进一步验证,为针对性干预提供更全

面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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